吴江南麻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回顾
张菊生
南麻公社推行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在吴江县内是比较早的公社之一。我当时是这个公社的党委秘书，不仅目睹这场农村改革大潮的兴起，而且也是积极参与者之一。
历    程
    1979年秋旱，油菜秧干死不少。20多年的农业“大锅饭”把农民的积极性挫磨殆尽，人们疲于抗旱，眼见秋种面积难保。桥北大队第七生产队队长钱二宝，召开社员会商量抗旱保苗。不少社员提出：“不如把种油菜的任务包给我们，可以保证菜秧不死，完成面积，还可争取丰收。”老队长开始有些犹豫，因为对“包产到户”的批判记忆犹新。社员们知道队长怕担责任，都说：“我们可以写张协议，大家签名盖章，上面追究起来由我们大家负责好了。”于是，一纸由全体社员顺时针头尾相接签名从而使上面无从追究带头人的协议产生了。初签的协议虽然很“土”、很简单，但是开创了南麻公社家庭联产承包的先河。接着就是划田。

划田后，社员们的干劲被真正地调动起来了，似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计划种26亩油菜，结果种上了48亩。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管理，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大丰收。油菜籽总产6000公斤，比上年1500公斤增长了3倍。似这样“瞒上不瞒下”的做法，社员叫做“偷着干”，因为当时还是明令禁止的。南麻公社这年“偷着干”的生产队还有东庄8队、下庄5队和6队，这3个队的油菜也都是面积超计划，总产成倍翻。其他吃“大锅饭”的175个生产队，油菜籽总产减少11.2％。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4个队的做法不胫而走，要求家庭联产承包的呼声日高，不少生产队还纷纷仿效。当时，公社党委感到左右为难，因为此时，上面明令禁止划田包干，而下面则要求强烈。大多数党委委员处于既同情下面又怕犯禁的心态。正当犹豫难决之际，中央[1980]75号文件下达。文中明确指出：“允许有多种经营方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从而解除了顾虑，决定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对家庭联产责任制的领导。为使家庭联产责任制走上正轨，避免五花八门，党委决定制订一个比较统一的、可操作的章程，并把这个起草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带着在一次大队支书会议上提出的32个问题，到已经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去走访调查，综合各队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探讨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花了20多天时间，终于完成了《南麻人民公社生产队联产到劳责任制试行办法》的起草工作（所以取名“联产到劳”是出于讳忌“包产到户”，“联”字取代“包”字、“劳”字取代“户”字）。提交党委讨论通过后印发到生产队，社、队干部人手一册。《办法》共8章32条，明确规定责任制后生产队和社员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承包土地的合理划分；定产指标、成本、工分的合理确定；奖赔结算和兑现；集体农机的合理使用；集体副业如何承包以及如何健全合同制等。由于《办法》明确、具体，使家庭联产责任制顺利、健康地发展。当年就有61个生产队的水稻、169个生产队的油菜、141个生产队的三麦实行了“联产到劳”，结果这些队又都获得了大幅度的增产。    
联产到劳责任制的优势显而易见、众所公认，然而广大农民对此尚未满足，纷纷要求改进为大包干责任制。于是，我又接到了调查研究的任务。通过调查，发现联产到劳的优势是肯定的，但确实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见产难，手续繁，粮食分配有拉平，经济管理仍是大锅饭，群众感到利益不够直接。从桥北大队实践的情况来看，这些不足克服之日，便是大包干实行之时。于是我就写出了《联产到劳完善的结果就是大包干》的调查报告和《关于农业“包干到劳”“的试行办法》，提交党委讨论通过后，印发到生产队实施。“包干到劳”较之联产到劳主要作了五方面的修改：（1）工分制改为包干制。即取消原来的工分制，实行包干制，采取定额上交，收入归己的办法；（2）农业承包，四定改为二定。四定是：定产、定本、定工、定奖赔，二定是定粮食上交和经济上交；（3）粮食统一分配改为三田三包干。原来粮食全部上交，然后统一分配，现改为口粮田包干口粮，饲料田包干饲料，责任田包干征购上交；（4）经济统一分配改为定额上交，收入归己；（5）“几个统”改为“几个专”，把生产队一级的统上升为大队一级的专业服务，大队建立机耕、排灌、农技、经济等专业服务站。从1982年秋种开始，全社179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包干到劳”责任制，这年的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45％，油菜籽总产增长42.8％。广大农民把实行责任制以后的好处归纳为“十个变”：

农民积极性低变高，后进小队差变好，科学种田假变真，粮油产量少变多，抗灾能力弱变强，耕种季节迟变早，出勤劳动“死”变活，干群关系差变好，精神面貌旧变新，生活水平低变高。生产队长们也都深有体会地说：“大锅饭时做工作好比头顶石臼做戏，吃力勿讨好。每次出工喊破嗓子，安排农活伤尽脑子，验收质量撕破面子，评工记分相骂吵嘴。做包工，不顾质量抢工分；做零工，谈天说地磨洋工。真是毫无办法。现在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总算找到了好办法，千斤重担大家挑，肯定能挑好。”

    1982年秋我受命写出了《南麻公社党委对生产责任制加强领导的十点体会》。此件被吴江县委农工部、苏州地委农工部、江苏省农委转发全省，一度引来了川流不息的参观、考察。党委吕林根书记也被苏州农大、昆山、常熟等地邀请去作报告，介绍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做法。

农业改革至今已经历18个年头，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不论遭受多么严重的自然灾害，几乎都是年年丰收，即使是1991年那样的特大洪涝灾害年，粮食总产仍比1980年增长30％，油料总产增长132％。
过  五  关
    任何改革，都得经历一波三折，战胜种种难关，这场农村改革也不例外，尤其是曾被几经批判的事情，实行起来更是难上加难。南麻公社在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过程中，遇到的难关主要有以下五种，故称“过五关”：

    “压力关”。在禁区内搞改革，其精神压力可想而知。群众说：“文件前（指中央75号文件）偷着搞，文件后瞒着干。”文件下达前，上面明令禁止，下面要搞只能暗地里搞。文件下达后，上面宣布：“只准到组，不准到户!”其理由是，到户适合边远贫困地区，我们这里不适合。吴江县提出了一种“三业分开，分组联产”责任制，是变了相的“大锅饭”，遭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抵制。农民还是欢喜“到户”的，所以只能“瞒着干”。“联产到劳”的提法，就是“瞒”的表现之一，讳忌“包”字改用“联”字，讳忌“户”字改用“劳”字，把“包产到户”称为“联产到劳”，以掩人耳目，避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记得1981年9月，在县的一次三级干部会上，有位领导在大会总结时，把“联产到劳”比作“稻瘟病”在到处蔓延，要求回去“整顿”，把“到户”整顿成“到组”。会后，还派人到公社，找公社领导个别谈话，做思想工作。虽然不搞“大批判”什么的，但精神压力是相当大的。当时，全社大部分生产队已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而且增产显著，群众拥护，要推翻重组，难度很大。党委几次开会，举棋不定，后来召开一次由各方面人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意见，会上有96％以上的人要求“到户”，不愿“到组”。于是党委下决心走“到户”之路，并决定抽调200多人，经过培训组成7个工作组，深入到生产队，帮助完善联产到劳责任制，争取以更大的生产成绩来减轻“下级不服从上级”的“错误”。

    “分歧关”。在实行责任制起步阶段，公社党委内部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多数人主张搞联产责任制，有些人抱观望态度或随波逐流，也有个别领导持反对态度。1980年秋，党委书记吕林根在建新大队召开各大队支部书记会议，研究如何搞好联产到劳责任制。而一位党委副书记也在同日同地召开大队长会议，号召他们公开站出来反对。吕林根以大局为重，团结为贵，不予计较，允其保留。结果，不到一年，这位副书记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转变了，也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改革大潮中去。

    “思想关”。责任制的实行，受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赞成和拥护，但也免不了有少数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颇具代表性的几种如“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包干就是单干”，“联产到劳，不用领导”，“划了土地各归各，还交积累干什么”等等。公社党委根据这些思想，组织层层培训，进行宣传教育，并把宣传工作列入完善责任制的第一项任务，在全社范围内开展三大讲：一讲实行联产责任制的意义、目的和性质，分清联产到劳与分田单干的区别；二讲爱集体、爱国家的重要性，认识三者关系必须兼顾；三讲建立责任制后干部应有的职责和社员应有的权利和义务。通过“三大讲”，思想认识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舆论关”。刚开始搞联产责任制时，舆论对联产到劳十分不利，有的公社宣称联产到劳有“十大矛盾”，更有的甚至宣布有“十大罪状”。有时到县里开会，互相间风言风语十分刺耳，我们先搞责任制的地方好像犯了错误似的，人们“怪目相看”。有一次县里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我们公社吕林根书记在会上提了一条建议：联产到劳后，农民要求供应小型脚踏脱粒机，既省电，又适合家庭脱粒，更能抗阴雨天气，请农机部门考虑。不料话音刚落，引起了不少人的讥笑，有位领导还对吕说：“你想倒退到什么程度?”也难怪，20多年来“一大二公”、“越大越好”养成的习惯意识，一时之间怎能转过弯来!时间是最公平的裁判。一年后，讥讽者变成渴求者，纷纷自发来南麻考察，索取资料，以求效法；小型脱料机也相应面世了。

“挑剔关”。在“禁区”未破的时候，上面有些领导对联产到劳缺乏感情与热情，对于某些不完善之处，不调查不研究，不是热情的指导和帮助，而是横加指责、百般挑剔。反正，联产到劳的地方出不得半点毛病，如有一点毛病，就被抓住不放、大做文章，无非是想说明联产到劳这种形式不好，有时还无刺挑刺。如1982年秋，我社因联产到劳促使后季稻大丰收，亩产达729.1市斤，与上年相比增长112.8％。可是县里不仅不说半句鼓励的话，相反处处疑虑，先后派统计局、农工部的领导来我社反复调查核实，查来查去挑不出什么毛病，只好空手而归。后来，我社为了减少麻烦，自动减掉34万斤总产，亩产降到714.4斤。这是新形势下的怪现象，群众编了一段顺口溜：“往年核产总嫌少，田里拾、柴上削、场角扫，一次一次没完又没了，核产核到新年到；今年核得早，不讨好，丰收了，嫌产高，你说好笑不好笑!” 
排  六  难
    改革难，不仅在精神上要克服种种压力，而且在具体操作上要排除种种难关。纵观南麻公社联产到劳的整个实施过程，较难的难关有6个方面，故称“排六难”。

    “划田难”。联产到劳，划田到户，群众喻为“第二次土改”。土改时有土改法，有工作队，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而这次划田，什么也没有，完全靠农民自己摸索创造。而且，“人口”千差万别，“茬口”错综复杂，远比土改难度高。从“人口”来讲，牵涉到务农与务工、干部与群众、在队与外出、劳强与劳弱，以及烈军属、五保户、单身汉、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有的人视田为“宝贝”想多划些，有的人则视田似“包袱”想少划些。因此，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否则，会引起人际矛盾，发生意料不到的后果。再从“茬口”来讲，当时正处在“双三制”阶段，茬口搭配非常复杂，如果简单地一户一块田，作物非插花不可，根本无法连片种植；加之远田与近田、肥田与瘦田、坐水田与脱水田等差别，必须搭配适当、划分合理，群众才会乐意接受。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综合群众的创造制订出来的《试行办法》解决了以上种种问题，实践已经证明非常有效。溧阳来此参观的同志下了一句恰当的评语：“远望连片种植，近看界线分明，这就是南麻的特色。”

    “核产难”。在实行联产到劳阶段，最难做的工作要算是核实产量了。因为联产到劳是根据实产计分，再按工分进行分配，这就必须要核实产量，超产上交，奖励工分。然而，当时社员的心态是重粮食轻工分，即使奖励较高的工分，社员也不肯把超产粮讲出来。干部想出10个核产办法，社员就有12个办法来对付，往往出现“五个多”：干部精力花得多，核产办法想得多，集体支出工分多，社员群众意见多，核来核去漏洞多。当时公社党委意识到，办法不改，干群对立，是无法核实产量的。这就促成了联产责任制的进一步发展，从联产到劳转变到包干到劳（户），使上述难题迎刃而解。

    “交粮难”。1981年秋，粮食喜获丰收，农民欢天喜地交售爱国粮，不料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粮食部门不收。原来上面有规定，不准“户交户结”，一定要“队交队结”，还是照“老皇历”办事。农民在大忙中挤出来一点时间，借了船只，好不容易把粮食运到粮管所，万万没有料到竟被拒之门外。公社出面“讲情”也无用，说是上面明令规定不准收购户交的粮食。农民苦苦哀求无效，只得含泪将粮食运回。这年凡联产到劳的队，都不得不以生产队为单位把每户的粮食集中后运到粮管所交售。直到1982年秋，才允许“户交户结”，农民又一次渡过了难关，“老皇历”终于在改革大潮冲击下不得不改变了。

    “统字难”。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是家庭联产责任制的特点，该统不统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可是要搞好统不是一件易事。一则人们重分轻统；二则是新事物带来的新问题，没有经验，无所适从。据此，公社领导要我进行调查研究，写出意见。10天后，我根据桥北的实践经验写出了《全年生产要抓好十个统》的报告，这十个统是：统一作物品种布局，统一浸种育秧，统一防治病虫，统一使用大中型农机具，统一收种时间，统一选种留种，统一管好用好水渠，统一积肥、用肥，统一场头核产，统一结算合同。党委讨论通过后，作为重要工作部署下去，并作为完善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来抓。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完善，家庭联产责任制才逐渐纳入了轨道。

    “农机具保管使用难”。刚推行责任制时，对农机具的保管使用比较混乱，保管上无人负责，使用上你争我夺。公社一方面派一名副书记在桥北大队试点，一方面召开几次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确定了几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对于拖拉机、耕牛、农船等中型农机具，都确定了专人保管，定责任，定报酬，签订合同。在使用上，一般都采用编号抽签轮流的办法。如脱粒机使用，采取按面积、定钟点、超过时间另加费的办法，从而避免了浪费机、电现象，加快了脱粒进度。

    “养地难”。刚划田到户，群众担心年年变动，产生短期行为，不肯施有机肥改良土壤，发生“养地难”的问题。公社发觉后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宣传责任制长期不变，使群众定下心来；二是三年后如有婚入婚出、进厂出厂、学生毕业、战士复员、出生死亡等人口、劳力变动，则采取“动账不动田”的办法，只在粮食征购任务和上交积累上增减。措施贯彻后，深受群众拥护，对土地都能舍得积极投入了。

    回顾南麻公社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前前后后，我深切地体会到：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只要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农村改革没有过不了的难关，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